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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超越“空心化” ：内发型发展视角下的
县域城乡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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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县域城乡之间的流动日益明显，但多为点对点的流动，县城不过是教育消费或者住房

消费的场所，由此构成的微缩版城乡不平等关系图并非县域乡村振兴的真实画卷。 内发型发展视角

下的县域城乡流动是立足于县域资源，各生产要素在全域流动与整合，从而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和县域乡村振兴。 在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郓城县 １０ 年来常住人口增长的背后，可以看到县域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迹象及初步的社会效应，这是多种因素在较长时段的发展过程中演变交汇而成

的。 从内发型发展的视角看，费孝通关注的“大家庭模式” “一大二公模式” “苏南模式” 与县域乡村

振兴战略一脉相通，这是乡土韧性的表现，也是超越乡村“空心化”的动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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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三农”研究者关注农村“空心化”现象以来，“空心化”一词流行至今，几
乎成了描绘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图景的代名词。 ２１ 世纪之初，我从研究家乡福建东南沿海的孙

村开始，关注“同乡同业”经济现象，那是一种不同于中部地区农民到珠三角、长三角工厂流水

线打工的经济活动与生计方式。 如果大量中青年离家离村进厂打工，那么，作为农民工输出地

的农村必然“空心化” 。 可是，流行“同乡同业”经济现象的区域，农村社会依然活跃，经济活动

与社会联系、文化活动相辅相成，呈现出不同于“空心化”的图景。 探究产生此种图景的路径及

逻辑，便是我于 ２０１２ 年夏写作《 “界外” ：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一文的动机。 当年我

提出“空心化的反向运动”仅限于对北起浙江温州、中贯福建莆田、南至广东潮汕及雷州半岛的

沿海地带“同乡同业”现象的观察与思考，对中国广大农村来说，这不过是特殊类型农村里的特

殊现象 ［１］ 。 十年过去了，“同乡同业”发生了许多演变 ［２］ 。 那么，一直被视为“空心化”的更为广

大的农村，是否产生某些新的变化迹象？

一、县域内的城乡流动现象引人关注

在中国的社会学家中，费孝通早在 １９４８ 年就注意到城乡流动中城乡联系的一面。 他说：
“乡村里的人口向城市移动原是普通的现象。 ……在这里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些乡村里被吸引出

去的人口却留着一个根在乡村里，并没有把这些人完全吸收到城市里，成为和乡村脱离了关系

的人物。” ［３］ 近年来，“三农”研究者开始关注县域内的城乡流动现象。 在农民工常态化远距离

流动的同时，县域之内的短距离流动也明显增加。 有关学者对此给予不同的描述与解释。
卢晖临、粟后发 ［４］ 提出“扎根型城镇化” 。 他们以湖南省浏阳市为个案，发现当地传统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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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产业具有集聚与分散相结合的特点，使农村人口在乡镇范围内实现安居乐业。 但是，由于教

育资源的城乡配置与地方产业的城乡分布不均衡，许多农村父母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不得不进城买房，出现了“产业在乡、教育在城”的趋势。 作者称之为“基层的城镇化”或“县域

的城镇化” 。 这种城镇化与西方拔根型城镇化不同，是迈向扎根的城镇化。 他们认为，“中国社

会有迈向扎根的城镇化的基础性条件，那就是中国社会普遍性的制度和文化特点（强烈的乡土

观念和家乡意识，以及集体制度及其遗产） 。 珍惜这一独特的基础性条件，通过发展地方产业和

均衡教育资源，就能规避西方拔根型城镇化模式，让扎根的城镇化成为现实” 。
“农民走向城市仍然是当下的一个趋势，但是与传统社会科学预设的进入城市之时即疏离

乡村之时不同，入城的农民仍然与乡村绑在一起。” ［５］ 白美妃 ［６］ 提出“在空间上撑开的家庭” “跨

代际家庭”概念，不同于传统的城乡之间的空间转换，家庭在县城与乡村同时撑开，家庭仍然是

城乡两居的基本单位，也是经济合作单位。 其经济合作行为中最重要的是投资买房，其次是（长

辈）照看孙辈和（包括子辈季节性）照看农业。 通信（互联网、物联网）和交通设施改善使家庭、
社区的时间地理现实被压缩，同步性与重叠性增强，基础设施的变化使城乡居民的生活环境也

发生了深刻变化。
董磊明等 ［７］ 先是关注到“自主城镇化” ，后又提出“两栖型就近城镇化” 。 “在就业机会充足

的就近城镇化地区，一种具有空间延展性的新型城乡家庭形态得以产生，乡村社会逐渐 ‘溶

解’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稳健、温和演变的自主城镇化类型。”董磊明新近注意到一部分农民

在城乡之间频繁流动，在城市购房并养育下一代，农村愈发成为附着于城市的“后花园” ，也越

来越难以构成一个完备的村庄社会。 在战略上如何定位“两栖型就近城镇化”村庄，如何实现

更为有效的社会治理，是学界今后应认真加以研究的问题①。 应该看到，农民就近进城居住，在
县域范围城乡之间的频繁往返，原因固然有多种，但其最直接的动力来自子辈或者孙辈进城接

受较优质教育的需求。 叶敬忠研究发现，结合劳动力乡城流动的政策设计与安排，教育已经成

为能够理性调节和配置家庭成员时间和空间的重要因素。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并非农村城镇

化的必然结果，而恰恰是推动城市化的重要手段，是追求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主义的战略

安排 ［８］ 。 有些县市甚至将绝大多数中学都集中到县城，农民为了让孩子接受较好的教育就不得

不进城。 对此，贺雪峰 ［９］ 敏锐地指出，如果县域经济尤其是县域工业化难以发展起来，县域经济

尤其是县城经济就是消费性的，而非生产性的，县域必定缺乏就业机会。 即使农民进入县城买

房，县城也不是农民可以安居之地。 他说：“一个农户家庭，如果年轻子女为教育而在县城买房，
并不得不在县城居住，这个农户家庭就更加没有能力将留守农村的父母接到城市安居，也就更

加需要有年老父母提供农业剩余的支持。 农民在县城买房不是降低了农业对农民家庭的重要

性，在很多时候反而增加了农业和农村对农民家庭的重要性。” “中国农民进城的过程颇为复

杂，并非一次性地将农村的家搬到城市去，而是在城乡之间不断地往返和试探。”
以上诸位学者对县域内城乡流动的评价尽管不一，但其实都看到了，要使这种流动呈现良

性状态及可持续发展，就应该发展县域产业，均衡分布县域教育资源。

二、农民工返县就业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七普” ）结果公布。 在“七普”数据中，我们

发现全国部分省份一些区县的常住人口与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六普” ）相比，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 应该说，全国各大中城市下辖的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推进，其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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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是合乎常理的，这次公布的“七普”数据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全国情况看，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人户分离人口增长 ８８． ５２％；２０２０ 年全国流动人口 ３． ７５８２

亿人，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流动人口规模增加 １．５４３９ 亿人；２０２０ 年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为２．４９
亿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 ６６．２６％，比 ２０１０ 年提高 ３．０６％。 在全国人口流动仍以农村向城市流

动为主，并且人口流动的速度及规模远甚于 １０ 年前的情况下，全国 ２０００ 多个县人口流出及常

住人口下降的幅度应该最为明显。 因为今天还保留县建制的地方，起码说明其工业化城市化程

度较低，非农就业机会少，大都属于农业县和农民工输出地。 “七普”数据显示，绝大多数远离

大中城市的县，其常住人口 １０ 年来下降明显。 但令人惊奇的是，少数远离大中城市的县，其常

住人口 １０ 年来不降反升，如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和郓城县、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县（区）和丹棱

县、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和蒙城县、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等。
我们知道，在县里的常住人口中，基本上都是本地户籍人口，外来人口比例一般都是极低

的。 如果少数县里常住人口 １０ 年来不降反升，只能说明在其人口出生率维持正常的情况下，原
先流出的人口正在较为明显地回流。 如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的常住人口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０４． ０７
万人增加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１２．０９ 万人，净增 ８．０２ 万人，增幅为 ７．７１％；菏泽市东明县的常住人口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７１．１１ 万人增加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７６．１０ 万人，净增 ４．９９ 万人，增幅为 ７．０２％。 那么，农民

工为什么回流？ 回流之后干什么？
“七普”数据还显示，“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占城市人口的 １２．９７％，相当于城市中每 ８ 个

人中有 １ 人是人户分离人口。 比 ２０１０ 年‘六普’市辖区人户分离人口增加了 ７６９８６３２４ 人，增
长 １９２．６６％，增长率远高于‘五普’和‘六普’之间的增长率” 。 “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的快速

提高，并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不仅发生于超大城市或特大城市，而且必然与中国城市化发

展进程、中小城市的急速扩张相关联。” ［１０］ 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现象严重且规模巨大，这可能与县

域内城乡流动兴起及农民工回流县域的情况相关。
我们以往研究农民工回流，大都停留于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认识上。 其实，能够返乡创业

者，大多属于在外创业有成的成功人士，其在农民工中凤毛麟角。 少量的返乡创业者不可能是

县域常住人口增长的主要构成者。 为了进一步了解有些县域 １０ 年来常住人口增长的情况，我
们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赴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和郓城县进行了调研。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菏泽市地方政府组织劳务输出，一般是到苏南进城打工。 自 ２０１５ 年开始，
菏泽市人社部门联合县区、乡镇政府，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建立 ３８ 个市级返

乡创业服务站、２１３ 个县级返乡创业服务站，建成了覆盖全国省会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返乡创业

服务网络。 据菏泽市人社部门统计，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全市累计实现返乡创业就业 ３０．１ 万人。
我们在东明县、郓城县了解到的情况是，返乡者中返乡创业是少数，绝大多数为返乡就业者，而
且返乡就业并非就是由返乡创业带动的。 近年来，菏泽市借着“棚户区改造重点市”的政策，在
所辖县域内大兴土木，县城房地产业发达，已完工和正在施工的楼盘随处可见，东明县尤甚（因

为东明县还有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程） 。 在外打工学得一技之长的农民工陆续回流，不是返乡

创业，而是返乡务工，主要在县域内从事建筑、室内装修、水电安装、城区饮食等服务业，以及成

为受雇于农业服务公司操作农业机械的职业化农业工人、受雇于农业龙头企业的季节性散工。
这些返乡务工者的年龄大多为四五十岁。

农民工返乡在县域就业，其就业机会、就业天数及就业所得一般少于农民工输入地。 那么，
究竟还有什么因素推动他们回流？

三、县域内非农就业与在家农业就业的结合

中国小农户的生计模式大体上都是“农工相辅”的，传统是“以工补农” ，农业为家庭主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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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来源，农闲时从事手工业补充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则逐渐演变为“以农补工” ，这又分为两

种情况：一是年轻人常年外出打工构成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老年人在家从事农业补充收入；二
是农闲时外出打工构成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农忙时回家收种（家里没有老人）补充收入。 这都

属于黄宗智 ［１１］ 所谓的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 ，即务农人口普遍处于土地过少而引起的“不充

分就业”或“隐性失业” ，迫使许多农户同时依赖低收入农业和低收入临时工，以部分家庭成员

外出打工的“半工半耕”方式来维持生活。 黄宗智等 ［１２］ 随后又强调农业本身的经济潜力，因为

他研究发现中国农业今天正面临三大历史性变迁交汇所赋予的契机，结果将是农业劳动人员人

均劳动以及收入的提高，“在今后 １０ 到 ２５ 年中完全可以改善长时期以来的农业劳动力过剩和

低收入问题，使农业本身能够为务农人员提供充分就业的机会和小康的生活水平” 。 黄宗智等

预测的美好前景可能尚未实现，但目前的确也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即小农户“以农补工”的生

计模式没有变化，变化的是打工的地点，就是从离家外出打工的“半工半耕”模式变为居家县域

内打工的非农就业与在家农业就业结合模式。
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和郓城县相邻，都是农业大县，都是连续 ３ 年产粮超 ２０ 亿斤的“超级

产粮大县” ，部分农民对农业还保留着传统的感情。 按当地人的说法，农民有惜地观念，认同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认为土地流转风险大，不乐意将土地流转出去。 尽管现在已经有了面

向农户的可储可卖、先储后卖（吃不完的话）的“粮食银行” ，有的老百姓还有在家储粮的习惯；
农户还有粮囤，认为只有把粮食放在家里才安全可靠。

另外，农民对土地的处置，除了自耕和土地流转两种形式外，还有土地托管。 近年来，因为

粮价波动较大，农民及农业经营主体都更倾向于土地托管。 我们在东明县、郓城县农业农村局

调研座谈会上了解到，东明县大概 ５０％土地自耕，２５％土地流转，２５％土地托管；郓城县大概

２０％土地自耕，５０％土地流转，３０％土地托管。 值得强调的是，自耕并不意味着农业成为家庭收

入的唯一来源，选择自耕也不妨碍其利用农闲就近打工。 常年外出打工的家庭往往选择土地流

转，返乡务工的家庭往往选择土地托管。
所谓土地托管，其实就是农业生产环节外包。 目前给当地农户提供土地托管服务的主要是

由县供销社创办的为农服务中心，还有号称全国最大的农业生产服务组织金丰公社。 金丰公社

的定位是“现代农业服务方案定制中心” ，并向托管方许诺（每亩） “多打 ２００ 斤，多收 ２００ 块” 。
郓城县随官屯为农服务中心服务辐射周边 ３ 个乡镇，面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广大小农户，开展以小麦、玉米为主的耕、种、管、收、售等“菜单式”土地托管

服务，实行统一农资供应、统一耕作标准、统一销售加工、统一机种机收、统防统治、统一粮食烘

干销售的运作模式。 托管分半托管和全托管。 以小麦生产为例，共有犁地、播种、浇地、施肥、喷
药除虫、收割、烘干入库 ７ 个生产环节，只要有 ３ 个生产环节外包，就算作托管。 当然，自耕与土

地托管之间的区分也不是那么清晰。 比如，即使自耕，也不排除某些季节将某些生产环节外包；
还有同一块地，种玉米时托管，种小麦时则可能自耕，因为小麦的品种较多，选择性大，不利于为

农服务中心统一销售。 总之，农民可以非常灵活地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土地利用的方式。
而事实上目前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全托管，即使是托管，仍然有自耕环节。 因为浇地这个

环节不能外包，这并非农业公司不愿意接受浇地环节的托管，而是农户认为浇地是细心活、良心

活，无法标准化，得靠自己。 浇地是小麦生产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如果在小麦拔穗灌浆期没有浇

透地，那必将直接导致减产。 流经东明县的黄河以前是“悬河” ，非常便于引黄漫灌。 小浪底电

站建成后，可以从上游放水冲刷下游淤积的河床，河床一般降低了 ３ ～ ４ 米，无法再漫引黄河水

灌溉。 东明县农业农村局杨局长介绍说：“以前超 ２０００ 立方米每秒流量就能漫滩，现在 ５０００ 立

方米每秒流量还上不了。”东明县、郓城县现在已全部改为机井灌溉，大型机井附属于高标准农

田建设，一个机井可以管 ５０ 亩地，凭卡有偿提水浇地。 因为浇地由无偿漫灌变成有偿提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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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将之外包给农业服务公司，就非常有可能被偷工减料导致浇地不透，所以农户无一例外都是

自己浇地。
而上述客观情况的存在，决定了返乡务工者采取县域内非农就业与在家从事部分环节农业

生产相结合的生计模式。 在这种生计模式下，与其说农民是往返于城乡，不如说是以家为中心，
在县域内就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农民工平

均月工资从 １６９０ 元增长至 ３９６２ 元，１０ 年间增长了两倍之多。 近 １０ 年来，农业的规模经营者

的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城市务工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增长速度。 如果在农村的以家庭劳动为主体

的农业规模经营者对收入的预期是以城市务工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为参照，那么，这是不是意味

着越来越多的农业规模经营者离开农村和农业，而加入外出务工的队伍？ 我们从东明县和郓城

县的情况看，事实是返县务工的人越来越多。 其中的原因在于，即使我国已经形成了城乡统一

的劳动力市场，但流动于其中的各劳动力并非均质化，他们所做的理性选择，可能有的偏重于现

金收入，有的偏重于在可及范围内随时兼顾家庭成员照料。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家，并非从事

规模化农业，而是将农业不同程度地托管，然后在县域范围内的二、三产业中务工。

四、县域一二三产业如何融合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在“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分，专门强调

要“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丰富乡村经济业态，拓展农民增收空间” 。
究竟如何推动一二三产业在县域内融合发展？ 我们可以郓城县为例加以探讨。

郓城县是山东省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示范县，共有农业龙头企业 ２０３ 家，其中国家级 １ 家，
省级 ８ 家；拥有省级农产品知名品牌 ６ 个，知名商标 １ 个。 我们调研了两家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农业龙头企业———绿禾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和华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其发展过程反

映出如下共性：从第一产业开始积累资金，扩大投资形成规模化生产之后，为了抵御初级农产品

的价格波动冲击，在第一产业的基础上发展出第二产业；第二产业投资大，但可以起到规避市场

风险的作用；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不是那么急迫，可以量力而行，如果资金充裕，则投资第三产

业以延长产业链。
绿禾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创业于 ２０１４ 年，通过土地流转，办育苗场、养猪场、食用菌场，

以及组织蔬菜大棚种植。 该公司也接受农户的土地托管，并成立了合作社，社长招聘当地职业

化农民耕作。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该公司投资兴建了冷藏库，一旦出现初级农产品市场价格

低落，就安排农产品入库冷藏。 该公司随后发展出主要面向县域内中小学校的中央厨房、冷链

配送业务，主要利用本公司种养的农产品，加工成盒饭快餐，每份三菜一汤包括米饭共 １０ 元。
中央厨房的工人从早上七点上班到上午十点半下班（回家照料） ，每天生产能力可以达到配送

１０ 万人份的盒饭。 在上班时间内，每个工人可以做出 １００ 份快餐。 为了保证新鲜及保温，送餐

车辆从中央厨房到各中小学校，时间控制在两小时之内，而这样的车程半径，基本上可以覆盖整

个县域范围。 现在该公司又开始建绿禾养老院，目的是“把一老一少管起来” 。 绿禾董事长兼

公司党委书记张庆涛说：“建养老院是为了扩大绿禾品牌。”他看重老年人的正面评价，因为老

年人的正面评价将带动地方社会的正面评价。 该公司从第一产业延伸出来的第二、第三产业内

容，都是基于县域内社会（市场）的真实需求，扎根县域成为其重要的经营理念。 以农业为在地

经营内容的企业，在这方面应该具有一定的共性。
华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也是郓城县的一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该公司从办养猪场起家，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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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资金后建成了屠宰厂。 后因猪肉的市场价格涨落幅度大，该公司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建起冷冻

库。 如果猪肉价格低到让养殖毛猪亏本的地步，就在屠宰后暂时将猪肉入库冷冻，以避开价格

低谷期。 因为冷冻肉价格明显低于鲜肉，一般不会轻易将鲜肉入库。 该公司也有自己的冷链物

流，现宰现配送，配送的半径最大不超过 ２００ 公里。 如果半径太大，配送时间太长，就无法保证

猪肉新鲜。 因为消费者不喜欢冷冻猪肉，加之受配送半径的约束，所以，屠宰量受制于 ２００ 公里

半径内单日市场需求量，屠宰行业的单厂产量一般都不大。 但市场对猪肉的消费存在季节差

异，夏季消费量小，冬季消费量大，如何在屠宰厂日产量有限的情况下满足旺季的市场需求？ 这

就需要靠冷冻库的储存来解决。 华宝屠宰厂夏季日产量的 ８５％为鲜肉供应，１５％入冷冻库储

备。 可见，建冷冻库，一是可以规避养猪业的市场风险，二是可以调节猪肉市场需求的季节性差

异。 该公司目前也开直营店，试图用足屠宰厂的产能，将猪肉做各种深加工、扩大销售方式、延
长肉类保质期，在直营店销售。 该公司经理形象地总结道，“一产起家，二产发家，三产看各家

（即根据各企业情况量力而行） ” 。
可见，县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自有其模式和逻辑，即从种植业、养殖业起步，资金累积到

一定程度后，根据保鲜所要求的配送半径内的市场需求量，立足于县域发展，建立保鲜库或者冷

冻库。 从第一产业发展到第二产业最为困难，也最为关键。 这个过渡实现不了的话，第一产业

的经营就会充满市场风险，就会存在发展过程中无法突破的瓶颈。 这个过渡完成后，就可以主

动、从容地决定发展第三产业的节奏与规模。 县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特点就是小规模

起步，小切口进入，小尺度在地化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在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这

不同于大张旗鼓引入大资本进行大规模开发、大幅度炒作，结果可能大进大出、大起大落的流行

商业模式。
县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固然有其模式和逻辑，但它的出现，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此条

件只有在一定阶段方可存在。 也就是说，县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并非完全是地方政府或者企

业自身规划的结果，而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系列因素交汇产生的结果。
那么，所谓一定的条件和一定的发展阶段到底指什么？ 我们大概可以做这样的表述：在地

农业龙头企业资金积累到可以进行第二产业创业之际，县域内乡村空心化趋势基本得以扭转，
常住人口不降反升；县域内交通条件大为改善，恰逢县域务工与在家农业兼业的生计模式得以

实现；由种养业发展起来的二、三产业工人本地化；县域农副产品市场需求量稳健增长，在地农

业龙头企业新鲜农产品覆盖县域市场。 与其说这是县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
不如说这也是县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表现或结果。 事实上，这些因素之间相辅相成，构成

了打破“空心化”恶性循环，并超越“空心化”的力量。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不容忽视，即
这一切是发生在一个农业大县和过百万人口的大县的县域范围内，而并非发生在一个乡镇或一

个人口小县的范围内。

五、内发型发展及适当的区域范围

日本上智大学鹤见和子 ［１３］ 以主张“内发型发展论”闻名，她重视传统在内发型发展过程中

的重要作用，强调发展过程必须以“地区”为单位，基于地区的资源与传统，但地区的规模不能

太大。 “ ‘规模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居民本身才有可能对生活与发展决

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同时，她强调内发型发展也需要引入外部要素，与现代化模式相辅相成。
鹤见和子 ［１４］ 还撰写长文《内发型发展的原型———费孝通与柳田国男的比较》 ，而费孝通对鹤见

和子的对自己思维的解释并没有提出异议。 从中可以认为，费孝通和鹤见和子的共同理论便是

“内发型发展论” 。 费孝通也自认为其关于小城镇发展的看法“很可能与日本鹤见和子的‘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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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发展论’有相通之处” ，所以，费孝通邀请鹤见和子于 １９８２—１９８４ 年间共同考察了江苏省城

乡发展。 他们注意到江苏小城镇人口增长迅速，所以重点了解小城镇及社队企业的发展路径问

题，并从内发型发展的视角加以研究。
费孝通在考察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苏南模式时，认为其也是脱胎于传统模式的。 这里的传统

模式包括两种：一是传统的大家庭模式；二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一大二公”模式。 也就是说，大
家庭模式、“一大二公”模式、苏南模式，这 ３ 种模式是一脉相通的。 “我想说在苏南模式中的社

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 公社和生产队一般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时期

的新事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确是应当这样认定的。 但是如果再一想，为什么公社这个制度能

这样容易为中国农民所接受，而且运行了二十多年？ 过去很少有人敢于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

想是值得加以思索的。 在生产队的具体运作中，我看到了传统大家庭的影子。 ‘一大二公’ ，何
尝不是大家庭甚至推而广之到一个家族的指导思想？ 家长做主，统一指挥，有福同享，有难同

当，又岂不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根本组织原则吗？ 从这个角度去看，社队企业的发生，它的经营

方式，招工和分配原则，无处不能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里找到对应。” ［１５］ 费孝通 ［１６］ 还说：“苏南

的乡镇工业模式是在公社集体经济的底子上出现的，依靠农业集体的积累，再加上外界的条件，
如城市的技术、设备的支持，从而产生出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来。”鹤见和子讲内发型发

展时只是说，“不把整体社会当作内发型发展的单位，而是通过对地区的限定” ，但她并没有说

这个限定的地区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当鹤见和子和费孝通以内发型发展视角一起考察 １９８０ 年

代苏南社办企业时，显然是把乡镇（公社）作为“内发型发展”的地区范围。
费孝通特地提及人民公社时期的“一大二公”模式与 １９８０ 年代社办企业的相通性，可以说

他也在一定意义上将人民公社视为内发型发展的一个阶段、一种形式。 关于这一推断，从鹤见

和子对新中国成立前夕费孝通去留选择的描述中也可以得到某种印证。 费孝通可以选择去中

国台湾地区或者赴英国、美国，但他选择了继续留在清华大学，并于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在北京迎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鹤见和子 ［１４］６７－６８引述道：“ 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间还在北京的雷德菲尔德夫

妇对当时费孝通的心情是这样说的：‘一向乐观和勇敢的费孝通，那时担心的是能否同共产主义

者一起有效地工作……费孝通曾告诉我们，他觉得有关发展中国工业和农业的见解，他同新政

权的利害关系基本上是一致的。 他认为，如果能够度过过渡时期，他就能够为中国继续发挥一

些作用，也许能够为中国干出一番事业’ 。”鹤见和子的意思是：费孝通似乎了解中国共产党关

于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思路，并预见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将绘制一幅怎样的蓝图；费孝

通期待并相信新中国工农业的发展道路将与内发型发展路径相近，即工农联盟、工农业协调发

展，工业化是在地的，不是以破坏农村和农业为代价的，由此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欧的工业化

道路。
如果我们能够从内发型发展的视角看待人民公社的实践探索，并将其视为中国社会传统发

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人民公社事实上是试图在地区的小规模

范围内实现工农业协调发展。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

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那时我国的乡村将有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

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研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

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 若干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

义公社。”１９６１ 年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公社管理委员会根据需要

和可能，可以有步骤地举办社办企业。 社办企业，除了用国家贷款举办的以外，可以由公社单独

投资举办，可以由公社和大队共同投资举办，也可以由几个公社联合投资举办。”但在人民公社

要不要举办社办企业问题上，中央显然有过政策上的反复。 如 １９６２ 年颁布的《人民公社六十

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基本上是对一年前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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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该条规定说：“公社管理委员会，在今后若干年内，一般地不办企业。 已经举办的企业，不
具备正常生产条件的，不受群众欢迎的，应该一律停办。 需要保留的企业，应该经过社员代表大

会讨论决定，分别情况，转给手工业合作社经营，下放给生产队经营，或者改为个体手工业和家

庭副业；个别企业，经过社员代表大会同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可以由公社继续经营，或者下放

给生产大队经营。” “公社经营的企业，都应该直接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都不能妨碍农

业生产和增加社员负担，也不能影响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任务。”直到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人

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

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的长篇报道，同时在头版配发题为《满腔热情地办好社队企业》的

评论，评论指出：“回郭镇公社的社队企业显示，它不仅为壮大集体经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创

造条件，而且对于缩小三大差别、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也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事实上，巩县社办企业的发展并未中断，而是贯穿改革开放前后。 当然，改革开放后巩县的

社办企业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１９９２ 年，我曾去巩县（时已改名为巩义市）考察乡镇企业（即社

办企业） 。 ２０２０ 年，巩义市入选中国工业百强县（市） ，这也是在地工业化具有强韧生命力的表

现。 我们似乎可以说，费孝通关注的大家庭模式、“一大二公”模式、苏南模式（乡镇企业） ，这 ３
种模式不仅在传统上一脉相通，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也是先后继替，源远流长。 在此意义上，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乡镇企业说成是异军突起的新鲜事物，显然并不贴切。

如果我们将一个公社、一个乡镇作为实现内发型发展及在地工业化的区域范围，那么，随着

某些发展条件的改善，这个区域范围会不会扩大？ 以及是否需要扩大？ 这是鹤见和子和费孝通

当时没有讨论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一看毛泽东对人民公社规模的思考。
１９５５ 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说：“现在的小社和初级社，对于充分

地利用劳动力和诸种生产资料，还是一种束缚。 到了办大社和高级社的时候，就可以冲破这种

束缚，而使整个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 那时候，更加需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为城市和

为乡村服务的许多大规模的事业。” ［１７］ 小社和初级社的规模小，大社和高级社的规模大，这意味

着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进行分工和分业。 人口、生产资料规模及地理空间范围越大，分工就越有

必要，分工也可以越细化，提供的劳动岗位就越多，就业及对生产资料的利用就越充分，产生的

效率也越高。 毛泽东进一步说：“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

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也还没有精细化的缘故。 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

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

力就会感到不足。 这种情形现在还只是开始，将来会一年一年地发展起来。 农业机械化以后也

将是这样。 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

农作物的高产量。 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 科学、文化、教育、卫
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 ［１７］ 毛泽东非常看重“大社”之“大”的优越性，所以他认为不能长期停留

于半社会主义的小型合作社上，而必须创立“人民公社” 。 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好”并非笼统指

其“大” “公” ，而是指其因为“大” ，才能在较广阔的空间范围内扩大生产规模，才能深化在农民

组织化（而非市场化）基础上的分工与协作，才能发展出多种经营，才能较大量吸纳农村劳动

力；因为“公” ，才能使农业、工业、商业、交通、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在广大的农村区域范

围内得到高度协调、深度融合及合理布局的发展。 如果不“大”不“公” ，便不可能把工、农、商、
学、兵结合在一起，也不便于领导。 不过历史已经证明，过于激进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把当年人民公社的空间范围（乡镇）扩大为县域，就可以看到其立足在地开展多种

经营，工农商学兵并进，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主张，与今天以县域为单位的乡村振兴战略

具有内在关联。 在交通条件大幅度改善、生产要素加速流动、人流物流的距离成本大为降低的

今天（即毛泽东说的“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 ） ，在地融合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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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单位空间，是应该并且也可以从当年人民公社的乡镇范围（所谓“一大” ）
扩大到更大的县域范围。

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以县域为单位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立足县域布局，以
县（区）为单位创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区，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城，让农民更多分

享产业增值收益，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我们认为，这样的发展目标，只有内

发型的发展才可能实现。 因为如果引进外部大资本、大项目到县域发展，当地农民只能成为出

卖劳动力的普通打工者（外来大企业甚至不愿意招本地工，因为担心管理上的麻烦） ，不可能分

享到产业增值收益；县域只能成为生产基地或原材料供应地，项目的产业链主体不可能留在县

城。 只有致力于内发型发展，方可建构比较良性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降低乡村“空心化”程

度。 可以说，费孝通关注的大家庭模式、 “一大二公” 模式、苏南模式 （乡镇企业） 的相通之

脉———内发型发展，可以延伸到今天的县域乡村振兴战略。

六、结论

已有关于县域城乡间流动的研究，大多是从家庭策略选择的角度开展的，或是因家庭教育

需求，或是因家庭婚嫁需求而不得不到县城租房、购房，安一个“在空间上撑开的家庭” 。 县域

城乡间的这种流动是点对点（老家与县城）的流动，县城只是教育消费或者住房消费的场所，其
实质不过是一个微缩版的城乡不平等关系图，难以由此展开我们期待中的县域乡村振兴画卷。

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郓城县 １０ 年来常住人口的增长，让我们看到县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迹象及初步的积极社会效应，这个局面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在较长时段的发展过程中演变交

汇而成的，并非地方政府一时规划或者企业果断决策的产物。 如果要归因的话，大概应该归因

于立足县域诸种资源的内发型发展。 真正能够在县域实现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发展的，一定是

整合了在地诸种资源的扎根的可持续的内发型发展。 在这样的发展格局中，县域城乡间流动就

不仅仅是县城与乡村老家之间的点对点的流动，而是县域全域性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与整合，这
才是有望超越“空心化”的县域乡村振兴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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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 ｂｉ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ｏｄｅｌ” ，
“ ｌａｒｇｅ⁃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ａｔ Ｍｒ． Ｆｅｉ Ｘｉａｏｔｏｎｇ ｈａｄ ｐａｉ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ｖｅｉ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ｔｏ ｓｕｒｐａｓｓ ｔｈｅ “ ｈ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Ｈａｉ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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